
　
2023 年第 2 期

No. 2　 2023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总第 245 期

Sum
 

No. 245

§ 宗教学研究 §

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宋学立

摘　 要: 政治认同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重要一面。 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王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

序展开的, 呈现出理论性 (遵国法、 尚王道的论说) 与实践性 (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 动态性与时代

性相统一的特征。 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 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即敬而远之、 古朴

清修 (1159—1183), 尊王讲道、 赢得信任 (1184—1219), 以汉接蒙、 体道辅政 (1220—1256), 主动臣服、
依附发展 (1256—1368)。 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 全真教变被动臣服为主动构建, 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

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 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

佐国扶命、 崇尚王道传统的赓续。 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 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

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 全真教的政治认同与金元统治者对它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 以 “王律”
统合 “道律” 是全真教成功发迹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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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第 175 页。 三氏所言或
与作者身份或与所处时代语境有关。 现在看来, 都未能从中华民族融合抟聚的整体史观看待全真政教关系问题,
皆有夷夏说的身影。 杨讷 《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 (《中华文史论丛》 2010 年第 4 期) 批驳了上述观点。

政治认同问题既关系到认同主体 (个人、 群体) 的生存状态及其与认同客体 (政治体系) 的关

系, 又关乎认同客体的安危。 中西方学界从多学科视角对 “政治认同” 做了不少探讨, 并经历了心

理情感说、 实践说、 心理与行为结合说等逐步深入的过程。 有学者指出, “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一

定政治体系、 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或一致性、 肯定性的情感、 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的总和”, 是意识

范畴和实践范畴、 主观政治心理和现实政治行为的有机统一。① 本文认同此说。 就道教而言, 国内学

界对全真教与金元统治者的关系、 政治伦理、 政治参与和抉择等有所论及。② 学者们继承了陈垣、 姚

从吾、 钱穆等先生的学统, 从全真教与国家社会的大视野探讨政教关系, 注重 “自上而下” 的观察

及 “如何治理” 的研究。 和政治认同相比, 西方学者对宗教认同更感兴趣, 如 2001 年美国 《中国宗

教杂志》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 集中刊发了五篇探讨全真教宗教认同的专文, 立足全真教自我

身份的形成发展, 探讨其宗教特征, 侧重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之考量, 自身如何发展、 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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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特征是关注的焦点。 综上可见, 目前学界鲜有从政治认同视角对全真教与国家的关系及其对教团
发展的意义进行的历史性考察。 以下, 本文拟弥补之。

政之于教的管理、 教之于政的认同, 是政教关系一事之两面。 不同于西方教权高于政权或政教合
一的体制, 中国 “大一统” 王朝体制之下, 政权高于教权。 道教戒律对遵从政治统治的规定, 非全
真教所创, 传统使然。 寇谦之 《老君音诵诫经》 载: “老君曰: ‘吾汉安元年, 以道授陵, 立为系天
师之位, 佐国扶命。’”① 《洞玄灵宝天尊说十戒经·次说十四持身之品》 首言 “与人君言则惠于
国”。② 《太上经戒》 有 “劝助国王父母, 子民忠孝”③ 之戒。 在佛教传入中土早期, 东晋释道安提出
“不依国主, 则法事难立”④ 的命题。

全真教恪守国法、 遵从政治统治, 是对佛道尊王传统的延续继承。 自创立之初, 全真教就表现出
对政治统治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 金元全真教与宋金并立———南宋、 金、 大蒙古国鼎立———宋元对
峙———元朝统一的历史相统一, 其政治认同是在与金元王朝政教关系互动中展现出来的, 呈现理论性
(遵国法、 尚王道的论说) 与实践性 (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 相统一、 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特征。

一、 敬而远之、 古朴清修 (1159—1183)

1159 年, 王嚞甘河遇异, 全真肇兴。 关于创教早期的教风, 《重阳立教十五论》 有所揭示。 茅庵
草舍、 三五道众合伴修行、 重内行轻外功, 是王嚞按照苦修教义对信徒提出的要求, 也是创教之初清
静教风的真实写照。

1170 年王嚞辞世, 马钰掌教。 立 《十劝》, 规范信徒生活。 手书 “祖庭心死” 于祖庵, 以表环
堵苦修、 倾心向道之心; 主张学道务在养气, 汩没名利将适得其反, 以延续王嚞清苦教风。 从当时政
教生态看, 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 (1182) “官中有牒发事”, 马钰未拿到官发度牒而被遣返山东。 丘
处机因得到 “州中官民同状保申”, 才有机会留居关中。 此时全真教尚未得到金朝统治者正式认可和
充分信任, 不过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⑤ 之一隐修会, 主要在民间发展。 王、 马师徒
没有机会觐见最高统治者、 表达政治认同, 唯有继承北宋以来民间环修传统, 继续古朴清修。

不过, 为了规范信众活动、 发展教团, 师徒已敏锐地意识到遵依国法、 忠于君王的重要性。 这一
时期, 他们的政治认同思想多通过诗文唱和的形式向信众宣讲。 王嚞 《赠侄》 诗云: “一首新诗赠七
哥, 予言切记莫蹉跎。 遵隆国法行思义, 谨守军门护甲戈。” 《吃酒赌钱》 诗亦有类似忠孝之论: “饮
酒莫教离孝顺, 赌钱休要坏居家。 道门好入时时重, 王法须遵可可奢。” 王嚞从持戒高度, 提出修习
五行之法, “第一先须持戒, 清静忍辱, 慈悲实善, 断除十恶, 行方便, 救度一切众生”, 还要 “忠
君王, 孝敬父母师资”。⑥ 《欲东行被友偷了引相留》 亦有 “会要修持遵国法” 之论。 王嚞文集中有
多篇与地方官吏 (如登州知府、 京兆府学正来彦中、 知县董德夫等) 唱和的诗文, 不仅不排斥而且
乐于加强与地方当局的交往, 以宣道妙。

马钰关于政治认同的表达也以诗文唱和居多, 内容集中于遵依国法、 天条方面。 《十劝》 首劝即
“不得犯国法”。 《戒捏怪》 诗云: “遵国法、 莫犯天条, 称修仙活计。” 《赠鄠县小杨仙》 云: “谨遵
依、 国法天条, 永不犯不犯。” 《立誓状外戒》 开篇言: “专烧誓状, 谨发盟言, 遵依国法为先。”
《丹阳神光灿·示同流》: “常处常清常静, 莫犯天条。”⑦ 他曾应邀主持一些斋醮活动, 但和王嚞一
样, 除要求信徒遵从国法之外, 鲜有机会主动投依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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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尊王讲道、 赢得信任 (1184—1219)

1183 年马钰辞世。 谭处端于 1184 年至 1185 年短暂掌教。 其 《述怀》 诗云: “为官清正同修道,
忠孝仁慈胜出家。 行尽这般功德路, 定将归去步云霞。”① 以儒家忠孝仁义、 清正廉洁会通道家云霞

修仙。 如假以时日, 其在掌教任上融通政教的作为未必无所成就。
伴随着教团日渐发展, 全真教开始受到统治者重视。 全真高道为寻求政治护持, 也主动把握觐见

机会, 从理论和行动上积极构建政治认同。 王处一是七真中被金廷召见的第一人, 也是丘处机、 刘处

玄得见金主的引荐人。 1187 年至 1203 年, 他先后五次得到金世宗、 章宗宣召。 1187 年, 世宗首次宣

召, 敕居燕京天长观。 《云光集》 卷二有 《大定丁未十一月十三日初奉宣诏》 诗。 《七真年谱》 记

载, “帝问延生之理, 师曰: ‘惜精全神, 修身之要。 端拱无为, 治天下之本。’ 上待以方外之礼”,
意味着全真教的发展已经引起金统治者的注意, 且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全真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已经被

金统治者承认。② 1189 年, 王处一奉诏为世宗主持黄箓醮。 承安二年 (1197) 七月, 又获章宗首次

宣见, 被问以 《 清净经》、 北征事以及全真门户, 一一对答, 抵暮方归, 深得赏赉。 泰和元年

(1201)、 三年, 两度奉诏在亳州太清宫主持普天大醮。 除了对答咨问、 奉敕主醮外, 玉阳子还积极

利用诗文表达感念皇恩、 圣主之意。 1189 年世宗辞世次日, 抵燕, 作诗哀悼: “先帝升霞泣万方, 洪

恩厚德岂能忘。 公卿不敢当今奏, 却返云踪入故乡。” 承安二年六月二十日, 住燕京天长观, 作诗

云: “诏赴天长, 敕修堂宇, 道弘一布归真。 我师玄化, 谭马并加恩。 七朵金莲显异, 清朝喜、 优渥

惟新。 重宣至, 车乘驷马, 祝谢圣明君。 皆成。 诸法会, 亲王宰职, 里外忠臣。 遇太平真乐, 道德洪

因。 更望参玄众友, 遵三教、 千古同欣。 齐回向, 吾皇万寿, 永永御枫宸。” 觐见回到修真观后, 作

诗寄呈老母洎圣水道众, 表达正教逢圣主欣喜之情: “昔遇明师开正教, 今蒙圣帝助玄风。 玉阳自此

权行化, 法众从兹好用功。 稽首慈亲毋少虑, 皇恩未许返乡中。” 《朝元歌》 云: “感皇恩, 明诏唤,
两帝三宣功德案。 紫衣师号朝圣明, 万灵庆会都来窜。” 两帝三宣, 推测此诗作于 1197 年。 《养浩

吟》 一方面盛赞时逢圣主, 得以弘扬丹道大教; 另一方面点出修持丹道可以 “忠佐千秋岁, 仰祝皇

基万万春”。 五次受宣, 王处一道价日高, 政治精英与之交游者甚众。 《随朝众官员索》 诗云: “清时

一气静乾坤, 万寿无疆祝至尊。 四海尽修无上道, 普天俱报圣明恩。” 《黄箓满散赠众醮首》 《谢公主

惠香》 《诏赴太清宫普天醮作》 《宁海太守屡尝书召以诗奉答》 等均表达了祝延圣寿、 报答皇恩之义。
《赠内侍局司丞》 以忠孝之心会通丹道修持, 认为常怀忠孝之心, 在丹道修炼时就会得到神明点拨:
“常行忠孝无私曲, 应有神明指正宗。 不觉脱离生死海, 十方三界显家风。” 在劝诫道众遵规守法方

面, 亦有 “勿违国法莫欺心” 之戒。③

1186 年至 1203 年, 刘处玄继任掌教。 如尹志平所言, 长生 “无为有为相伴”。 既有 “心上无私

常清静, 做彻便是道人”, “出家不管家” 等清静无为之论, 又有 “混俗心无俗”, “治政清通, 为官

忠孝。 节欲身安, 他年蓬岛” 等有为之言。 《仙乐集》 开篇 《天道罪福论》 言 “顺天条, 则免过去

罪”; 卷三有 “若犯天条, 年灾月病”, “不犯天条, 达理归正, 真斋真戒, 身心清静”; 卷五曰 “天

条心不犯, 归真道光升”。 《赠道众》 诗云: “天条莫犯, 国法遵依。”④ 古人认为, “天条” 即天地成

型后天庭出现的亘古不变的定律法规。 因其神圣性, 教俗两界都要遵行。 全真家主张, 触犯天条会招

致灾病, 谨守天条不仅可以免过去罪, 而且还是依道修行、 达归正理的重要前提。 按照中国古代

“天人一体” “法天行事” 的宇宙观, 守 “天条” 并非一种外在规约, 而是一种 “顺天应人” 的内在

自省。 全真道士将 “国法” “天条” 并称, 提高了国法的神圣性, 培育了信众遵规守法的原生性、 自

觉性。 在全真宗师看来, 遵守国法是第一位的, 个人的修行在此大前提下才能开展。 掌教 17 载,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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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真人有机会在融通政教、 以实际行动构建教团政治认同方面有所作为。 承安二年冬, 奉诏赴阙,
“帝问以至道, 师曰: ‘至道之要, 寡嗜欲则身安, 薄赋敛则国泰。’ 帝曰: ‘先生, 广成子之言
乎!’”① 三年, “章宗闻其道价铿鍧, 乃遣使者征之, 鹤板蒲轮, 接于紫宸, 待如上宾, 赐以琳宇,
名曰修真。 官僚士庶, 络绎相仍, 户外之屦, 无时不盈”。②

大定二十八年 (1188) 二月, 世宗召见丘处机。 “请问至道。 师以寡欲修身之要、 保民治国之本
对。 上嘉纳之, 蒙赐以巾冠袍系, 敕馆于天长观”。③ 越十一日, 奉旨主领万春节醮事。④ 《金史》
称: “三月丁酉朔, 万春节, 宋、 高丽、 夏遣使来贺。 御庆和殿受群臣朝, 复宴于神龙殿, 诸王、 公
主以次捧觞上寿。 上欢甚, 以本国音自度曲。”⑤ 全真高功主持世宗寿诞醮仪, 既表达了全真领袖对
圣主的臣礼, 又昭示了金廷对全真教的认可器重。 五月十八日, 召见于长松岛。 “讲论至道, 圣情大

悦。 命居于官庵, 又命塑纯阳、 重阳、 丹阳三师像于官庵正位”。⑥ 金宣宗贞祐二年 (1214), 丘处机
居登州时, 还曾协助金朝平定红袄军叛乱。⑦ 除了在行动上忠于金主、 表达政治支持外, 丘处机也以
诗文表达政治认同。 《进呈世宗皇帝》 诗云: “九重天子人间贵, 十极仙灵象外尊。 试问一方终日守,
何如万里即时奔。” 次年, 金世宗辞世, 丘处机 “虽道修方外, 身处世间, 重念皇恩, 宁不有感”, 制挽
词哀悼: “哀诏从天降, 悲风到陕来。 黄河卷霜雪, 白日翳尘埃。 自念长松晚, 天恩再诏回。 金盘赐桃
食, 厚德实伤哀。” 另有 《中秋诗》 十五首, 诗引称 “八月十日自昌乐县还潍州城北玉清观作”, 具体

作于何年待考。 据 《磻溪集》 序, 可知该书成于章宗泰和年间。 由此 《中秋诗》 当为世宗或章宗所作。
兹录两首, 以观其对金主保民安命的赞颂: “年年此际杀生多, 造业弥天不奈何。 幸谢吾皇严禁切, 都
教性命得安和”; “圣主登基万物安, 仁风灭杀自朝端。 邦君士庶皆修德, 好放蟾光与众看”。⑧

明昌 (1190—1196) 初, 章宗召见刘通微, 咨问九还七返之事, 默然子以 “陛下居九五之位,
四海生民之主, 不必留意于此。 但对以黄老清静无为、 修身治国之要”。 章宗大悦, 先后敕居天长

观、 永寿道院, 刘开堂讲道, 三教九流请教者不绝如缕。⑨

需要指出的是, 世宗、 章宗时期, 金廷对全真教既有征礼崇奉的一面, 也有管控甚或打压的一
面。 如明昌元年 (1190) 十一月, 章宗 “以惑众乱民, 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 六年, “朝省罢无

敕额庵院, 悉没于官, 祖庭亦在其数。 自是门庭萧索, 道侣散逸”, 说明当时统治者对全真教的认
识和态度随着时局的变化处在动态调整中。 然而, 章宗朝, 王处一、 刘处玄、 刘通微等屡屡奉诏赴
阙, 并允许公开讲道, 也证实了统治者不时的推崇。 承安三年 (1198), 章宗召见长生后, 敕赐五道

观额, 令立观度人。 同年, 王处一为祖庵请得灵虚观额。 泰和七年 (1207), 章宗元妃李师儿向栖霞
太虚观、 圣水玉虚观施赐 《道经》 二藏。 按, 李师儿虽出身微贱, 但深得章宗宠幸, 明昌四年封为
昭容, 次年进封淑妃, 后封元妃, “势位熏赫, 与皇后侔矣”。 可见, 明昌禁罢之策并未施之持久。
这与诸位全真宗师在思想和行动上积极表达对金朝统治的政治认同, 进而赢得统治者的认可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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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汉接蒙、 体道辅政 (1220—1256)

泰和四年 (1204), 丘处机继刘长生掌教, 一改此前朴实无为的教风, “存无为而行有为”, 大起

琳宫观宇, 全真教成为金末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兴定四年 (1220), 丘处机率众西行觐见成吉

思汗。 自此, 全真教的政治认同在历史进程方面经历了从宗金到宗蒙的转变, 在实践形式上呈现以汉

制接引蒙制、 协助构建大蒙古国政制的特征。
(一) 从宗金到宗蒙

1206 年, 蒙古势力兴起。 北中国逐渐卷入金、 宋、 蒙乃至西夏的逐鹿之争。 此前全真教的政治

宗主只能有金或宋。 从宗教地理角度讲, 全真教诞生于金地, 信众生于斯长于斯。 历任全真领袖不可

能带领信众叛金而南渡, 否则只会给教团带来灭顶之灾。 这是全真教宗金而不归宋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

《七真年谱》, 1216 年、 1219 年, 金宣宗、 宋宁宗先后召请丘处机。 当时莱州地区已经被宋人占领, 丘

处机有机会倒戈归宋。 实则在拒绝宋人礼请之前, 他已于兴定三年 (1219) 五月与成吉思汗近侍官刘仲

禄接触, 并很快于次年春应征西行。 在北蒙、 南宋、 中金之间, 全真教宗北而弃南, 原因何在呢?
据 《金史·宣宗本纪》, 1216 年至 1219 年, 即金、 宋、 蒙三股力量争夺全真教宗主权的四年间,

三朝政治军事实力对比一目了然。 蒙古异军突起, 由北向南, 长驱直入, 先后对大名府、 中山府、 彰

德府、 晋安府等地攻、 徇、 围、 下, 对金地造成重创。 金人三面受敌, 北有蒙古征服, 西有党项袭

扰, 南有宋人争夺; 同时还面临干旱、 蝗灾以及红袄军、 黑旗军袭扰等内忧。 从宋金关系角度讲,
1127 年金取汴京, 北宋灭亡, 南宋偏安。 面对金人紧逼, 南宋统治集团曾多次试图通过议和的方式

换取短暂和平。 其中距离全真教宗蒙还是宗宋政治抉择最近的一次议和发生在 1208 年, “宋请改叔侄

为伯侄, 增岁币至三十万”。① 按, 1164 年金宋议和, 协定双方为叔侄之国, 宋正皇帝号, 易岁贡为

岁币。② 相比四十多年前, 宋朝地位有降无升。 再看 1216 年—1219 年宋对金的态度: 一方面俯首称

臣, 金重大活动如贞祐四年、 兴定元年三月的长春节皆遣使朝贺; 另一方面又不甘于金人欺占, 兴定

元年四月拒绝缴纳岁币, 先后对颍州、 泗州、 海州、 息州等地发起争夺战, 但多为金人击败。 面对内

忧外患, 兴定二年十二月, 金廷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讲和。 这主要是迫于蒙古压力采取的缓南

救北之策。 面对三股政治势力和时局发展, 丘处机已经看透天道、 天命所在, 宗蒙是护教护生的不二

之选。 诚如其言, “西北天命所与, 他日必当一往, 生灵庶可相援”。③ 兴定四年三月, 丘处机上陈情

表: “伏闻皇帝天赐勇智, 今古绝伦, 道协威灵, 华夷率服。 是故便欲投山窜海, 不忍相违。 且当冒

雪冲霜, 图其一见。”④ 十二月, 寓德兴府龙阳观, 以诗寄燕京道友云: “去岁幸逢慈诏下, 今春须合

冒寒游。”⑤ 对蒙古大汗的颂扬和认同之感表露无遗。
此外, 蒙古人信仰万物有灵的萨满教, 全真教主张天地间皆有神灵, 二者在信仰层面存在着一定

的契合性。 又, 宋室南渡后, 与江南符箓派来往密切。⑥ 丘处机不归宋, 与此不无关系。
(二) 以汉制接引蒙制、 协助大蒙古国政制建设

蒙古人入主中原前, 生活于大漠草原, 以游牧为生。 这是一种与农耕文化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 和

大道、 太一道士以及汉地儒士相比, 全真教最早与蒙古统治者发生接触。 以往学界对蒙古南下过程中,
全真教保民、 挽救汉文化的作用关注较多。 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角度看, 全真教以农耕文化政治传统

接引游牧文化政治传统, 在协助大蒙古国统治者加强对汉文化认识和汉地统治, 最终形成蒙汉合璧的元

代政制方面, 发挥了不可否认的作用。 对此, 学界鲜有论之。 这是全真教政治认同不同于惯常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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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臣服性而彰显积极建构性的突出表现。 这一点在大蒙古国时期尤为显著。 全真高道主要从推行仁

孝、 布德施惠、 好生爱民、 举用贤良、 宣播中原文化等维度, 向蒙古统治者推广汉地教化, 移风易俗。
用尹志平的话讲, 即 “以斯道觉斯民”。① “雪山论道” 是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言修身治国之策的集中体

现。 《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 有详细载录, 主要可以概括为两方面: 一是修身养命之

道, 以负阴抱阳及 “尚阳” 思想劝导大汗节欲保身; 二是治国安民之理, 包括止杀保民、 布德推恩、 依

仁由义、 广行孝道,② 重视山东、 河北等中土汉地, 选官抚治, 量免赋役, 以供国家之用。 这即是长春真

人高扬的 “中国天垂经教”。 姚燧 《长春宫碑铭》 将其概括为 “敬天爱民以治国, 慈俭清静以修身”。③

1227 年至 1238 年, 尹志平继丘处机掌教。 这十年是从金蒙对峙走向蒙古统一北中国的关键时

期。 1232 年, 太宗征金南还, “师 (尹志平。 笔者按) 迎见于顺天, 慰问甚厚, 仍令皇后代赐香于长

春宫, 贶赉优渥”。④ 尹志平利用宗教认同推动政治统一以及不同地区全真力量的政治归附, 是金蒙

易代之际全真教政治认同的一大时代特色。 1220 年前, 全真教的宗教地理与世俗政治地理是重合的。
雪山论道之后, 全真教仍有共同的宗教认同, 但金蒙对峙带来世俗政治地理的对峙, 使全真教宗金与

宗蒙在地域上出现时间差。 山东、 河北地区全真教在丘处机领导下率先投蒙, 而陕右全真教与金廷一

直保持联系。 于善庆、 周全阳、 杨明真等祖庭高道都是在金亡以后才改而宗蒙。⑤ 蒙古灭金、 关中政

局稍稍稳定, 尹志平即着手以祖庭重阳宫为核心的秦晋道教重建。 1236 年尹志平抵达关中, “于榛莽

中规度兆域, 及宫观基址。 终南太华等处诸观宇, 废不能复, 咸请主于师。 时陕右甫定, 遗民犹有保

栅未下者, 闻师至, 相先归附, 师为抚慰, 皆按堵如故。 继而被命于云中, 令师选天下戒行精严之

士, 为国祈福, 化人作善。 时平遥之兴国观、 崞之神清、 前高之玉虚白云洞、 定襄之重阳、 沁之神

霄、 平阳之玄都, 皆主于师。 秋, 帝命中书杨公召还燕, 道经太行山间, 群盗罗拜受教, 悉为良

民”。 元太宗十三年 (1241) 正月二十五日, 他主持王嚞会葬大典。 道众云集, 其间不稳定因素的潜

在风险仍然存在, “物议恟恟不安, 赖师道德素重 (原文误作 “里”), 镇伏邪炁, 故得完其功”。 清

和真人继承丘处机教化抚民传统, 在秦晋地区由金归蒙过程中, 借助宗教力量和个人魅力, 接续金人

统治下的道教宫观薪火, 引导民心归向, 维护地方稳定, 增进了教俗两界对新的统治秩序的归附和认

同。 无独有偶, 金末蒙初, 无欲观妙真人李守宁、 栖真子李志明等一大批全真道士都有化导强梁、 归

附新政、 救民保命、 革除契丹人殉弊习之举。 元太宗九年 (1237) 十二月六日, 元好问撰 《怀州清

真观记》, 文末高度肯定了全真教教化冥顽、 辅助大蒙古国新政治秩序的作为: “今黄冠之人, 十分

天下之二, 声势隆盛, 鼓动海岳, 虽凶暴鸷悍, 甚愚无闻知之徒, 久与俱化, 衔锋茹毒, 迟回顾盼,
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 父不能诏其子, 兄不能克其弟, 礼义无以制其本, 刑罚无以惩其末。 所谓全真

家者, 乃能救之荡然大坏不收之后。 杀心炽然如大火, 聚力为扑灭之。”⑥

1255 年, 掌教李志常应诏觐见蒙哥, 宪宗多次咨问治国保民之术, “公奏曰: ‘自古圣君有爱民

之心, 则才德之士必应诚而至。’ 因历举勋贤并用, 可成国泰民安之效。 上嘉纳之, 命书诸册。 自午

未间入承顾问, 及灯乃退”。 除了掌教之外, 其他高道也抓住觐见咨问之机, 主动向最高统治者谏言

治国理政之策。 例如, 元宪宗三年 (1253) 十月十七日, 蒙哥诏提点王志坦, 咨问养生长寿之道。
王志坦提出, 延生长寿之术乃修真之士 “一己之务”, 君主应该代天治民, 兴大利, 除大害, 扫除弊

政, 与民更始, 奉承天心。 宪宗深以为然。⑦

以上修身治国之策, 多提到 “敬天” “顺天” 的思想。 如丘处机提出 “止杀保民, 乃合天心。 顺

天者, 天必眷祐, 降福我家。 况民无常怀, 惟德是怀, 民无常归, 惟仁是归”; 又以 “雷震天威”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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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建议大汗推行孝道。 蒙古人信仰长生天, 统治者均以 “长生天” 名义颁布诏旨。 全真教以道教
“敬天” 思想会通游牧文化的 “长生天” 信仰, 为以汉文化的教化思想接引游牧文化打开了一条 “宇
宙论” 层面的 “绿色通道”, 也为全真教在构建政治认同中变被动为主动铺设了理论基石。

在向蒙古贵胄传播汉文化方面, 李志常、 冯志亨功不可没。 李志常道行碑称, 太宗元年 (1229)
七月, “见上于乾楼辇, 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 公进易、 诗、 书、 道德、 孝经, 且具陈大义。 上嘉
之”。① 孟攀麟 《重修真常宫碑》 提到, “师 (指李志常) 之朝于天阙也, 岁以为常, 因米粮果实,
献儒家经史”。 太宗五年, 李志常承诏在燕京教授蒙古贵胄之子十八人。 佐玄寂照大师冯志亨 “于名
家子弟中, 选性行温恭者如其数, 为伴读, 令读孝经、 语、 孟、 中庸、 大学等书, 庶几各人于口传心
受之间, 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 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 本自正心诚意始。 是后日就月将, 果皆克
自树立, 不惟俱获重用, 复以才德见称于士人。 又劝宣抚王公, 改枢密院为宣圣庙, 命弟子薛德琚修
葺武庙而守祀之”。②

历代全真掌教、 高道向蒙古统治者进言的以清静节欲、 仁义忠孝为核心的儒道会通的治国保民之
策, 协助蒙古人开展的保命爱民、 推行汉地教化、 维护地方稳定和国家统一的实践之举, 是全真教以
农耕文化政治传统接引蒙古游牧文化政治传统, 积极参与大蒙古国政制建设的具体体现。

四、 主动臣服、 依附发展 (1256—1368)

伴随着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优渥, 丘处机以降 “建宫立观” 立教思想和实践的开展, 全真教迎
来了发展史的一大黄金期。 作为北中国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全真教在政治、 经济、 社会生活等方
面, 对儒释二家甚至其他道派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宪宗朝的佛道论争为入元以后全真教依附政治、
曲折发展做了铺陈。 1280 年元世祖主持佛道辩论, 全真教再度败北。 成宗朝以后全真教呈现末流贵
盛和民间化发展特征, 和大蒙古国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1256 年李志常辞世, 遗命张志敬袭教。 中统三年 (1262), 忽必烈颁诏, 特封光先体道诚明真人
号。 此后, 一改前四汗时期掌教大宗师由教内自主产生的旧规, 历任掌教需由元廷颁诏委任。 全真教各
级道官被纳入元代政制系统, 在中央、 地方政府领导下开展教务工作。 元朝政府对全真教的管控加强。

金末、 大蒙古国早期, 最高统治者征召全真宗匠的情况时有发生。 张志敬以降共有 11 位掌教,
被宣召咨问者凤毛麟角。 他们多通过攀附政治精英的方式, 进入元朝官僚体制。 王志坦出任掌教, 与
长期留居和林相关, 更与以蒙哥为首的蒙古皇室的交往不无关系。 祁志诚掌教与中统朝和丞相安童的
结交、 举荐有关。 苗道一因驸马高唐王的引荐结识武宗进而权教。③ 这既是全真掌教谋取个人和教团
发展的表现, 也是这一时期教团政治认同新的表现形式。

在教史书写中凸显政治认同成为这一阶段的突出特色。 元代出现了多部由全真道士编撰的教史仙
传, “以史弘道” 成为全真广学的显著特色。④ 大蒙古国时期问世的全真史传不多, 较有代表性的如
成书于 1241 年的 《金莲正宗记》, 个中鲜有政治认同的表述。 世祖朝以后, 凸显政治认同的全真史
传不断涌现。 按照表现形式, 大体可分三类: 一是在史传篇首载录封赠圣旨。 如, 李道谦 《甘水仙
源录》, 成书于至元二十五年 (1288), 十卷, 开篇序文之后录至元六年 (1269) 世祖敕封五祖七真
诏书; 之后分卷载录早期全真道士碑传及部分宫观碑刻、 诗文。 又如, 刘天素、 谢西蟾 《金莲正宗
仙源像传》, 成书于元泰定帝三年 (1326), 不分卷, 开篇录 《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召丘神仙手诏》
《元世祖皇帝褒封制词》 《武宗皇帝加封制词》; 之后, 编录老子、 五祖七真像传。 这种篇章布局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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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甘水仙源录》 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 二是在仙传修订过程中增益崇道圣旨, 表达教之于政的认

同。 以 《七真仙传》 为代表。 该书初成于元太宗朝, 世祖、 成宗至明永乐朝递补增续。 修订过程中,
丘处机传记中出现了至元六年、 至大三年敕封诏书。① 仙传中体现的对政治统治的认同与元廷对全真
教的认可接纳形成良性互动。 三是以政治宣召为主题, 编写弘道史传。 以史志经 《玄风庆会图》 为

代表。 该书成书于至元十一年 (1274), 大德九年 (1305)、 明宣德朝两度重刊。② “总集诸家纪传,
起于栖霞分瑞, 讫于白云掩柩, 定为六十四题, 题各立图, 图各附以说文”。 前有李道谦、 宋渤等教
俗名士所撰五篇序文。 序文异口同声地盛赞长春真人万里应聘之举。 赵孟頫甚至将成吉思汗与丘处机
的会面比作轩辕与广成子、 周文王与老子的问对, 且将二者的关系表述为 “君臣相得”。 该书共五

卷, 后四卷已佚, 仅从卷四目录 “朝帝雪山、 表谏赦叛” “三传至道、 五复征旨” “问雷对孝、 入谏
畋猎” 看, 史志经无疑是想通过编撰史传的方式彰显丘处机领导的全真教团对元朝统治的认同。 该
书在 “采海濒遗老之言, 文集序传之说洎便宜刘仲禄家藏诏, 举记 《西游》 《庆会录》 所载” 基础

上编次而成。③ 《西游》 即 《长春真人西游记》, 上下两卷。 从谋篇布局上看, 重在突出丘处机的弘道事
迹, 文末附太祖诏书、 圣旨及官员请疏。 这与大蒙古国早期政教关系融洽、 全真教地位优越不无关系。
当时佛道论争、 政府对全真教的打压尚未发生, 全真教以史传表达政治认同的需要尚未有世祖朝紧迫。

此外, 在宫观刻立公文碑, 与诉诸史传殊途同归, 也是这一时期全真教表达政治认同的一大特

征。 据 《道家金石略》 《楼观台道教碑石》 《重阳宫道教碑石》 《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 《元代白话碑
集录 (修订版)》 等碑刻集的不完全统计, 金元时期全真教在宫观刻立公文碑 57 通, 录公文 78 篇。
这些公文碑呈现如下特征。

第一, 公文类型包括圣旨、 懿旨、 令旨、 牒文、 疏文、 札付、 榜约、 公据等。 颁布者包括皇帝、
皇太后、 皇后、 妃子、 宗王、 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 全真教门管理机构等。 内容以封赠教门领袖
(以至元六年、 至大三年封赠五祖七真十八大士最为典型), 授予教职、 额号和教门管理权, 以及护
持宫观类的圣旨、 令旨、 懿旨最多。④ 78 篇公文中, 有圣旨 42 篇、 令旨 16 篇, 成为公文的主体。 此

外, 还有政府公据 (如 1238 年凤翔总管府磻溪长春观四至公据、 1245 年宣差莱登州长官都帅给付神
山洞地产公据)、 疏文 (如 1238 年登封县令马居仁敦请栖云真人乔志嵩住持嵩阳宫疏)、 札付 (如
1336 年玄门道教所恢复燕京大长春宫直接管领永乐纯阳宫旧例札付)。 以上公文的共同特征是赋予全
真教若干权益, 亦有少量对全真教提出义务性要求。 如 1235 年太宗下旨令全真教缴纳米粮。 又如

《蔚州飞泉观碑》 刻至元十七年 (1280) 诏命道观吐退所占寺院圣旨, 以及飞泉观退还所占寺院具结
文书。⑤ 扬长避短, 是全真教公文碑刻立的基本原则。 飞泉观刻此 “辱教” 碑, 在全真宫观中鲜见。
个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 时间上贯通金元, 金代 2 篇, 元代 76 篇, 以 1197 年金尚书礼部赐昆嵛山玉虚观牒最早,
1363 年元顺帝授予杨德荣真人号并重阳宫住持圣旨最晚。 以 1256 年为界, 之前颁发公文 24 道, 之
后 54 道。 从刻立时间看, 57 通公文碑中, 有 42 通明确立于 1256 年之后, 其中还有公文颁发于 1256
年之前, 而于之后刻立者, 如定宗元年 (1246) 平阳府路、 河东南路等六部门请潘德冲住持永乐纯

阳宫疏, 于至元十一年 (1274) 与中统三年 (1262) 昌童大王追封潘德冲真人号令旨同刻一碑。 又,
1226 年东平行尚书省严实疏请范圆曦主持上清宫, 至元十一年世祖追赐范圆曦玄通普照惠和真人号,
疏文、 圣旨同刻一碑, 故当刻于 1274 年或之后; 剩余 15 通中有 4 通立于 1250—1252 年之间, 其中
《重阳延寿宫牒》 1250 年立石后, 至治三年 (1323) 重刊, 其他 11 通未标明刻立时间, 不排除有立

于 1256 年之后者。 42 篇圣旨中除 1 篇颁发年代不详, 有太祖 4 篇、 太宗 2 篇、 世祖 8 篇、 成宗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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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 11 篇、 仁宗 5 篇、 泰定帝 1 篇、 文宗 1 篇、 顺帝 7 篇, 其中 35 篇颁发刻立于 1256 年之后。 16
篇令旨中有 14 篇颁发刻立于 1256 年之后。

第三, 至元十七年 (1280) 佛道辩论, 全真教继 1258 年之后遭受有元一代最为惨重的打压。 然

而, 元廷通过公文对全真教的利用、 管控与全真教刻立公文碑形成互动, 继 1256 年之后迎来了金元全

真教史上刻立公文碑的一个高峰期。 57 通碑刻中, 有 35 通刻立于 1280 年及以后。 《元史》 载, 至元十

七年二月, 诏谕焚毁 《道藏》 伪妄经文及板。 次年十月, 焚毁 《道德经》 以外的全部 《道藏》。① 世祖

所发六道圣旨, 有五道颁于同年二月之前。 距此最近的一次, 是当年正月授予李道谦陕西五路西蜀四川

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圣旨。 又于同年十一月五日, 颁旨护持李道谦领导的祖庭重阳宫, 并赋予其

与管民官一同处断教俗纷争的权力。 两道圣旨貌似安西王忙哥剌此前三年颁给李道谦的两道令旨的翻

版,② 实则是忽必烈收拢权力、 限制忙哥剌势力之表现。 于全真教而言, 年初的焚经之策并未影响年

末的封赠之举。 至元二十八年 (1291) 二月世祖颁 《崇祭祀》 诏书, 加封五岳四渎四海。 其中加北

岳安天大贞玄圣帝。③ 《加封北岳圣旨碑》 于同年二月立石, 碑末署 “玄门掌教大宗师辅元履道玄逸

真人张志仙篆额立石”。④ 可见, 终世祖执政之末, 忽必烈对全真教仍坚持崇奉与利用并举的国策。
1282 年, 秦王阿难答颁护持户县东岳庙令旨。 1294 年, 哈鲁罕大王颁护持昆嵛山神清宫令旨。 此又

可佐证焚经打压全真之策未出大都之判断。 成宗朝起, 统治者对全真教的礼重护持逐渐增强。 这与以

张志仙为代表的全真道众逐步走出焚经阴影, 积极参与元朝政治密切相关。 同时, 教团抓住时机, 通

过刻立公文碑表达政治忠诚, 如至元六年世祖加封五祖七真圣旨, 于大德六年 (1302) 在秦州玉泉

观立石。 成宗至顺帝颁发的 27 篇护教圣旨先后于这一时期在全真宫观中刻立。 其中刻武宗圣旨 11
篇, 另有 1 篇是以太子身份颁发的护持苗道一住持霍岳庙令旨。 武宗对全真教的崇奉和利用, 可见一

斑。 元末诸帝中, 以顺帝颁旨最多, 就中不难体味最高统治者试图借助神道力量襄助式微国祚之意。
这些公文碑在全真宫观中的刻立 (有的是一文在多地宫观刻立, 如至大诏书在祖庭重阳宫、 秦

州玉泉观、 山西永乐宫、 山东掖县、 陕西耀州等地皆有刻立, 节录圣旨略有出入), 于全真教团而

言, 一是为了彰显各地宫观对政令的接受和重视, 表达政治忠诚; 二是藉此证明自身合法性, 自高身

价, 推动教团发展。 对此, 掌教大宗师孙德彧 《褒封五祖七真制辞》 有所揭示: “钦惟圣元建国以

来, 事天治民, 动与道合。 神宗圣祖, 为善孳孳。 至于垂裕后昆, 既昌而炽。 施及武宗皇帝, 乃神乃

文, 英迈盖世, 不以万几为劳, 尤尚玄元之教。 方龙飞之二年, 加封五祖帝君、 七真真君, 玄门诸

师, 均受恩宠。 玉字纶音, 曲尽□嘉之实, 真令草木泉石, 渊□流光而照耀今昔也。 臣忝居簪褐之

长, 敢不缮录诰词, □诸翠琰, 庶与幽人羽士, 时获讽咏天章, 沾沐圣泽, 上以祝无疆之休, 下以赞

升平之化, 诚至乐也, 诚至愿也。”⑤ 于元廷而言, 一方面体现了统治者对全真教的护持认可, 另一

方面也是将其纳入政治统治的表现。
依附政治, 在教史书写中表达尊王思想, 宫观中书写刊刻政令公文, 是全真教经历佛道之争以后

积极表达政治认同的时代特色。
除了实践层面的认同外, 入元以后, 南北二宗渐趋融合。 相关代表人物接续创教早期忠孝修道行

道思想, 融摄儒家忠恕仁义理论, 进一步从教义思想上巩固政治认同。 李道纯 《忠恕而已》 诗云:
“责人之心惟责己, 恕己之心惟恕人。 忠恕两全方达道, 克终克始不违仁。”⑥ 陈致虚主张 “道不轻

传”, 传道之前 “宜先审其忠孝、 正直、 善恶、 贤愚。 大道非正人君子, 非素所好善者, 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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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① 同时, 全真戒律建设不断完善, 一改早期劝而无罚的戒风, 以 “王律” 统合 “道律”。 《全真

清规·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② 开列十种不守清规的惩处措施, 首条规定 “犯国法遣出”: 其他污迹

败行尚可留在道门且有改过机会, 犯国法者径被逐出道门, 并接受世俗法律的惩处。 全真教对违犯国

法的重视程度和惩处力度不断加强。
此外, 各阶段全真教的政治认同还有一些共通性的特征, 在向最高统治者臣服同时又踊跃向地方

统治者归附, 并积极承担国家仪典。 特别是入元以后, 多位全真掌教承担了祀礼岳渎的国家祭祀职

能。 为国焚修方面, 诸全真碑刻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修道为国为民祈福的宏愿。 如姬志真 《大元国宝

峰观记》 (撰于 1266 年) 明确点出栖云真人王志瑾———李守迁一系对元朝统治的认同: “仅以辰香夕

灯, 朝参暮礼, 祝皇上万安之祚, 祈官民百禄之祥, 所以报本尊师, 安身养命, 应世之理也。” 至元

九年 (1272) 立石的 《创建云峰观记》 《创建清真庵记》 二碑亦有 “每遇朔旦, 谨集道流, 焚香诵

经, 祝赞当今皇帝圣寿万岁, 文武官僚长居禄位, 愿成胜事” 之举。 至正二年 (1342) 刻立的 《大

元嵩山崇福宫创建三清殿记》 亦有类似之论。③ 报本尊师、 安身养命, 祝延国祚、 国泰民祥, 全真教

将道门修持与忠君为民的宏愿有机融合。 这些斋醮、 祭祀 “仪式都是定期重复的, 以此来调动情感、
强化记忆、 规范行为、 塑造习惯, 进而将对现有权力关系的遵从提升到心理上的政治认同高度, 使人

们认可、 适应和习惯这种权力关系安排, 并承认其体现的价值理念”。④

结　 语

综合考察全真教政治认同的理论实践和金元统治者对全真教的优渥管领, 可以看出全真教的传承

发展是在政教双向认同的语境下展开的。 教之于政的认同、 政之于教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
诚如元翰林侍读学士正议大夫兼国子祭酒陈楚望所言, “为教者思宠遇之优渥, 而归美报上之念, 亦

与国家相为无穷”。⑤ 前者有归附、 寻求政治护佑、 佐国护民的宏愿, 后者有借之稳固统治、 教化民

众的需求。 胡其德梳理了 1244 至 1304 年可汗令道士做法事情况, 指出至元十三年 (1276) 以前, 奉

可汗之命作醮者以全真派为主。⑥ 实则, 早在金末, 丘、 刘、 王、 马等就曾应不同层级统治者之邀,
住持道宫, 主持祈禳斋醮。 如, 大定二十年 (1180), 马钰应长安僚庶之请祈雨; 二十四年五月, 刘

处玄应登州太守之请, 主醮祈雨; 二十六年冬, 京兆统军夹谷公请丘处机居祖庭, 载扬玄化。 又如,
大安元年 (1209), 应孛朮鲁参政之请, 王处一驻居北京 (今辽宁锦州) 华阳观; 丘处机东归燕京,
宣差相公剳八传旨, 令 “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⑦ 1246 年, 宣差平阳府路都达鲁花赤等六部门疏请

冲和真人潘德冲住持永乐纯阳宫, 为国焚修、 祝延圣寿。 1277 年安西王令旨, 1280 年势都儿大王令

旨也均有类似要求: “倾心报国, 精意告天, 朝夕诵持, 殷勤进道, 无负我朝敬天崇道之心, 祖师立

教度人之意。” “依时告天与皇帝、 皇后、 太子、 大王子子孙孙根底祝延圣寿者”。⑧ 与个人进道相比,
统治者看重的是全真教的倾心报国。 说明统合宗教力量, 以宗教仪式维系精神秩序, 表达对元朝统治

的认可臣服, 祝延国祚, 也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全真教在很大程度上落实了统治者的政治诉求, 历朝护教公文碑即是统治者认可全真教的表现。

至大三年 (1310) 加赠尹志平清和妙用广化崇教大真人圣旨开篇云: “昔贤有言, 尽忠于君, 致孝于

亲, 归诚于天, 敷惠于下, 有才以济其用, 有学以裕于人, 秩可列于仙阶, 道可弘于当世。”⑨ 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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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亲、 诚于天、 惠于下, 既是对尹志平道行的高度肯定, 也间接体现了对其领导的全真教团的认可。
政治认同的持续性理论论说与政治支持实践活动为金元全真教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教环境。

全真教构建政治认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特别是宪宗、 世祖朝的几次佛道论争导致教团遭受打

压。 同时, 教内亦有污迹败行者, 如金末的乌古论先生。① 长春西行归来之后, 教门大开。 一些民众

为保命谋生混迹教门, 个中犯戒违法者并不鲜见。 辛愿对全真教中的败迹劣行做出了相对公允的品

评: “(全真教) 异于畔岸以为高, 黠滑以为通, 诡诞以为了, 惊聋眩瞽, 盗取声利, 抗颜自得, 而

不知愧耻者远甚。 间有去此而即彼者, 皆自其人之无良, 非道之有不善也。”② 肯定了全真教及其思

想实践的高妙出众, 同时认识到其间德行低下者和玄妙高尚的全真大道是两回事。 包括宗教在内的任

何社会组织中, 污名败迹者不乏其人。 但这些都发生在 “尊王” 的大前提下, 上述劣行不足以消解

全真教团从整体上对金元政治的臣服认同。 佛道论争全真败北, 世祖朝打压声势浩大。 但从实际执行

情况来看, 陈垣等前贤早已做出 “雷声大雨点小” 的客观评价。③ 说明全真教的壮大并没有否定自身

的政治认同, 更未达到危及元朝统治的程度, 否则就不是简单的打压, 而会是彻底取缔。 元朝诸帝

中, 忽必烈颁发的护教圣旨数量仅次于武宗, 居第二位,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入主中原后的这位元朝初

祖对全真教采取的是认可和管控双管齐下的政策。
超越以往的正统、 异族二分说, 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整体观视角, 审视金元时期的政教关系,

才能正确认识全真教的政治认同问题及其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积极贡献。 金元时期, 全真教经历

了从无到有, 从 “隐修” 到高调发展, 从初期不被信任到被尊崇、 遭受间断性打压再到常态化发展

的过程。 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两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序展开的, 呈现集理论性与实践性于

一体, 动态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不同阶段表现形式有联系也有区别等特征。 值得称道的是, 全真教以

汉制接引蒙制,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
和被动臣服相比, 全真教以汉文化、 中原教化使者的身份, 在大蒙古国政制、 文化建设过程中表现出

主动认同、 积极建构的一面。
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对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佐国扶命、 崇尚王道传统的赓

续。 创教早期和元统一北中国之后, 全真教对金元两朝的政治认同非限于一宫一观、 一地一宗, 整个

教团都在政权大于教权的大前提下开展宗教活动。 金亡之际, 全真教不同地区、 不同宗系存在着从宗

金向宗蒙转变的问题, 此与其时政治地理和宗教地理的区隔、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有关。 文化认

同是政治认同的基础, 文化不认同, 政治认同难一致。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 认同在本质上表现为个

体成员基于共同文化对国家政治体系和文化制度的认可和赞同。④ 以丘处机为代表的全真领袖们向金

元统治者宣布的 “天垂经教” 及其贯通两代的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 实则是全真教对中国传统

遵依国法、 忠于王道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在金元时代的践行和具体展开。 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
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 这与众多全真道士的儒家出身

密切相关。 教祖王嚞 “始于业儒, 其卒成道, 凡接人初机, 必先使读 《孝经》 《道德经》, 又教之以

孝谨纯一。 及其立说, 多引六经为证据”, 收徒演法, 皆以 “明正心诚意、 少私寡欲之理”。 马钰

“世业儒……祖觉, 字萃叟, 以孝行称……昆季五人, 以仁、 义、 礼、 智、 信命之, 故号五常马

氏”。⑤ 全阳子周草窗 “幼而敏锐, 习于程朱事业, 持己以方正, 为德先孝友, 主乎忠信, 立其敬义,
可谓君子矣”。⑥ 上文谈到的, 谭处端、 刘处玄、 王处一诸君以忠孝会通修行, 丘处机谏言成吉思汗

以仁德怀民、 推行孝道的思想, 皆是全真教融通儒道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 曹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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